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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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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2015 年间，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不仅总量增长迅速，而且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利用中国
30 个省份制造业的碳排放数据，基于 Theil指数及空间自相关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
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 1) 制造业碳排放空间 Theil指数逐渐增大，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均表现出
一致的增长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 2) 制造业碳排放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热点区域在样
本期间有所增长，“高—高”或“低—低”相邻的省份区域较为显著，尤其是在东部地区。( 3 ) 地区经济水
平、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活动、能耗强度、煤炭消费比重、煤炭资源禀赋不仅显著促进本地区制造业碳排
放，也会对相邻省份产生显著影响; 而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则有助于地方制造业的碳减排，但对相邻地区

的影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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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16 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协定》中承诺“单位 GDP 的 CO2 排放量 2030 年较 2005 年降低 60%—

65%”。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高耗能、高碳排放的行业。据中国碳排放
核算数据库( http: / /www． ceads． net / ) 的测算，2005—2015 年间，中国制造业碳排放量从 17． 19 亿吨增
加至 31． 82 亿吨，年均增长幅度高达 6． 35% ; 在同一时期，我国所有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从 2005 年的
55． 67 亿吨增加至 2015 年的 95． 57 亿吨，年均增幅约 5． 56%，可见制造业的碳排放增长已经超过总体
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因此制造业的碳减排会对 2030 年中国总体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 2025》，提出 2025 年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的 CO2 排放要比 2015
年下降 40%”，这将助推制造业碳减排，实现“绿色发展、制造强国”的目标。至此，制造业碳减排问题
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低碳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从研究范围来看集中于以下两个层次: 一是基于国家宏观

层面制造业碳排放的研究。具体又可分为三个研究重点: ( 1) 制造业碳排放的测算。在国内外的环境
统计工作中，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包括物料衡算法、实测法、模型法和排放系数法，其中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2006 年提出的以能源消费分
类及碳排放系数为基础的排放系数法因具有政策相关性和权威性而被广泛使用［1-8］。虽然基于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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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较为权威的算法，但由于各个学者在进行测算时所选择的能源消费种类①和排放系数差异，其测算

结果相互之间并不具有可比性。( 2) 对制造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参考的模型包括: STIＲPAT 模
型，Kaya恒等式，EKC 曲线等，使用的方法包括: LMDI 因素分解法［3，7］，计量 OLS 估计［2］、协整分
析［5］、面板估计［6］等，得到的研究结果中，人口、经济发展、产出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碳强度被认为是
显著促进制造业碳排放的因素，而贸易出口量、FDI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结论却不一致［9-11］; 而 EKC
曲线的“倒 U型”拐点在制造业碳排放的发展趋势中是否存在目前也没有一致的结论［1，4，9］。( 3) 对制
造业细分行业碳排放的研究。傅京燕和张春军［11］、朱俏俏等［8］、刘清春等［3］以及张明志［4］基于不同
标准将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划分并考察其影响因素，所得结论与制造业整体行业的影响因素类似，但

存在细分行业的差异。二是基于区域、地区层面制造业碳排放的研究。( 1 ) 在区域层面上，李宏彪
等［12］对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碳排放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源密集型产业集聚会导致碳排放强度增

加，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会降低碳排放强度; 王永培等［13］基于拓展的 STIＲPAT 模型分析了区域工业
集聚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碳排放的影响，认为区域工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促进制造业碳排放总量增长，

而通过学习效应和人力资本的“蓄水池”效应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水平，降低其碳排放强度; 曹广喜
等［14］关注环渤海经济圈、长江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四个经济区域的制造业碳排
放与经济发展脱钩状况，基于空间面板模型考察其脱钩关系的空间效应，认为不同的经济区域存在较

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 谢波和李松月［10］采用 DEA方法中的 EBM模型，测算中国西部地
区制造业的碳排放绩效，基于面板 Tobit 模型分析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对该绩效的影响，认为二者均
有助于提升西部制造业的碳排放绩效; ( 2) 在地区层面上，沈友娣等［15］分析了安徽省制造业碳排放的
分布状态和驱动因素，认为能源消费结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从业人数对碳排放存在正向作用，而技
术因素则抑制碳排放。
在上述研究中，无论是行业整体分析，还是细分行业分析，或是区域( 地区) 层面的分析，制造业碳

排放的发展趋势( 是否存在 EKC拐点) ，影响因素和影响方向均存在差异，这一方面来源于学者对制
造业碳排放的测算方法和标准选择差异; 另一方面更可能来源于制造业经济活动在细分行业和地区

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为绝对量的差异，同时表现为相对量的差异，然而目前相关文献对地区间制造

业碳排放的相对差异关注并不多，少数文献对部分地区制造业碳排放的研究因测算差异并不具有可

比性; 进一步，制造业的经济活动不仅存在空间差异，同时存在着空间关联，因而制造业碳排放的研究

不仅应当关注本地经济活动的影响，更应该关注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影响，但极少有学者对此进行

研究。
目前，中国并无官方的分地区、分行业碳排放数据，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

英国研究理事会( Ｒesearch Council UK) 、牛顿基金( Newton Fund) 的多名专家共同设立了中国碳排放
核算数据库，旨在为学者和政府提供准确、及时的排放数据，供学术研究和政策参考。已有学者基于
该数据库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 Yang Ding and Feng Li［16］、Liu et al．［17］等。本文从该数据库获得中国
分地区制造业碳排放数据，对我国地区间制造业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既克服了

地区数据获得性不足造成的测算偏误，同时避免了不同方法、标准下的数据不可比问题，而且从地区
和行业两个维度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深化和

延伸。因此，本文拟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 1) 基于 Theil指数分析中国及三大地带制造业碳排放
分布差异及其时序演变特征; ( 2) 基于 Moran＇ I指数等考察制造业碳排放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 3) 结
合空间差异和相关性，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考察影响制造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旨在为中国制定有

效的制造业碳减排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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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爱东等( 2014) 的研究只选取了煤炭、石油、天然气 3 种能源消费量; 张明志( 2015 ) 则包含了至少 19 种能源; 丁唯佳等
( 2012) 、傅京燕和张春军( 2014) 使用了 9 种能源消费量; 刘清春等( 2014) 则包含了 16 种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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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统计了我国各地区细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耗量，包括原煤、煤炭、焦炭、石
油、天然气等 17 种能源，并结合 IPCC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对各地区分行业碳排放进行了精确测
算，为分析不同行业碳排放在地区间的分布状况及演变趋势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以我国 30 个省、市、
自治区①为研究单元，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将研究期间设定为 2005—2015 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T4754-2011) 中的部门划分标准，制造业包括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
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 30 个细分行业，本文对各年份、各地区制造业 30 个子行业的碳排
放进行加总获得当年该地区制造业碳排放数据，基于此展开分析。
( 二) 研究方法

1． 地区间制造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测度
采用 Theil指数测度中国地区间制造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程度，其优点在于可以进行不同尺度的

区域差异分解，同时测度组内、组间差距的贡献度。Theil 指数越大表示地区间的差异越大。利用
Theil指数可将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总体差异分解为东、中、西部地区内及区域间的差异。具体方法详
见郑佳佳［18］和赵雪雁等［19］的研究。

2． 空间自相关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 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但较近的事物比较远的事物更关联。经济

现象通常也具有空间地理单元上的关联性，因而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纳入对经济活动空间效应的考

量，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青睐。空间自相关作为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基础，一般可分为全局空间
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最为典型的测度空间自相关性的是“莫兰指数 I”( Moran＇s I) :

I =
∑ n

i = 1∑
n

j = 1
w ij ( xi － x－ ) ( xj － x－ )

S2∑ n

i = 1∑
n

j = 1
w ij

( 1)

( 1) 式中，S2 =
∑ n

i = 1
( xi － x－ ) 2

n 为样本方差，w 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的( i，j) 元素( 用以度量区域 i

与区域 j之间的距离) ，∑ n

i = 1∑
n

j = 1
w ij为所有空间权重之和。莫兰指数 I的取值范围为［－ 1，1］，大于 0

表示正相关，即高值与高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 小于 0表示负相关，即高值与低值相邻; 等于 0则表
示空间不相关。Moran＇s I指数的显著性检验通过构造服从正态分布的统计量实现:

Z( I) = ［I － E( I) ］/ Var( I槡 ) ( 2)
( 2) 式中，当 Z值显著为正时，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 当 Z值显著为负时，表明存在负的空间

自相关; 若 Z值为零，则表明区域间相似值呈随机分布，不具有空间相关性。
另一常用指标为“吉尔里指数 C”( Geary＇s C) ，其表达式如下:

C =
( n － 1)∑ n

i = 1∑
n

j = 1
w ij ( xi － xj )

2

2(∑ n

i = 1∑
n

j = 1
w ij) ［∑ n

i = 1
( xi － x－ ) 2］

( 3)

吉尔里指数 C的取值介于 0 到 2 之间，大于 1 表示负相关，等于 1 表示不相关，小于 1 则表示正相
关。吉尔里 C指数与莫兰指数 I呈反向变动; 一般认为，吉尔里指数对于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敏感性更
强。标准化的吉尔里 C* 指数服从渐进标准正态分布，因而可以用标准化的吉尔里指数 C* 检验空间

自相关。
莫兰指数 I和吉尔里指数 C共同的缺点在于，无法区分“热点”( 高值与高值聚集) 和“冷点”(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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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低值聚集) 区域，因为二者均表现为正自相关。Getis and Ord( 1992) 提出了“Getis-Ord 指数 G”，
可以有效识别空间自相关中的冷、热点区域，如下:

G =
∑ n

i = 1∑
n

j = 1
w ij xixj

∑ n

i = 1∑
n

j≠i
xixj

( 4)

( 4) 式中，标准化的 G指数也服从渐进标准正态分布，因而若 G ＞ 1． 96，则可在 5%水平上拒绝无
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认为存在空间自相关，且存在热点区域; 反之，若 G ＜ －1． 96，则可在 5%水平上
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认为存在空间自相关，且存在冷点区域。进一步地，“局部 Getis-Ord Gi

指数”可以考察某区域 i是否为热点或冷点区域:

Gi =
∑ j≠i

w ij xj

∑ j≠i
xj

( 5)

( 5) 式中，Gi 值显著为正表明地区 i周围的值相对较高，为“热点”区域; 反之则为“冷点”区域。
3． 空间计量模型
基于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采用嵌套时间和空间效应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SDM) 来分析关键

因素对中国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Eit = δ∑
n

j = 1
w ijEjt + βxit +∑

n

j = 1
w ij xijtγ + μi + λ t + εit，εit ～ i． i． d( 0，δ2 ) ( 6)

( 6) 式中，下标 i( j) 和 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Eit和 Ejt表示地区 i和地区 j在 t时期的制造业人均
碳排放; δ表示回归系数; w ij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W中的一个元素，反映因变量的空间矩阵; γ 为 K 维列
向量，表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μi 表示空间固定效应，控制所有空间固定且不随时间变化

的变量; λ 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所有随时间变化而不随空间变化的变量; 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结果分析
( 一)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变化趋势

图 1 2005—2015 年间中国碳排放总量、制造业碳排放量及其占比

图 1 显示了 2005—2015 年间中国
总体碳排放量、制造业碳排放量及其
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
通过图 1 可知，中国总体碳排放

和制造业碳排放在 2005—2015 年都呈
现出递增的趋势; 在总体碳排放中，制

造业碳排放量占比约为 30%，而且近
十年来呈现出波动中逐渐上升的趋

势。在碳排放绝对量数据的基础上，
本文分别计算了我国制造业和总体的

碳排放年均增长速度①，结果显示: 我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6． 35%，而同期全国所有行业
碳排放年均增长率约为 5． 56%，制造业部门的碳排放增长明显高于总体碳排放增长速度。尽管中国
自 2006 年以来一直主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然而制造业的碳排放并未发生显
著改变，不仅在绝对量上持续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较快，在整个国民经济碳排放中所占比重持续升高，

这意味着制造业“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节能减排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对地区制造业碳排放进行横向比较时，多采用以制造业生产总值( GDP) 或增加值和人口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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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年均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设定年均增长率为 x，则末期( 2015 年) 的碳排放量 = 初期( 2005年) 碳排放 × ( 1 + x) 10，根据该
式反向求得年均增长率 x的公式为: x =［末期( 2015 年) 碳排放量 / 初期( 2005 年) 碳排放量］1 /1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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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进行分析。鉴于制造业生产总值( GDP) 或增加值容易受到地区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差异，进而导
致计算结果的偏差，这里以各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为权重计算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量。这里分
别绘制了样本起始年( 2005 年) 、样本终止年( 2015 年) 分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量分布状况，见图 2。

图 2 2005 年中国各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量

2005 年，中国各地区制造
业碳排放量总量较低，而且人

均碳排放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但是各地区差异明显: 制造业

人均碳排放最低的五个省( 市)

分别为福建、广东、北京、浙江、
黑龙江，其排放依次是 19． 38、
23． 08、24． 90、32． 30、35． 22 吨 /
人; 而人均排放最高的省( 市)

依次是河北、山西、云南、内蒙
古和新疆，排放量依次是 168． 91、162． 19、125． 39、103． 18、98． 38 吨 /人，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排放量
相差 7 倍之多。在各地区中，超过全国平均排放水平的有 13 个地区①，这 13 个省( 市、自治区) 制造业
人均碳排放几乎达到了全国平均排放水平的 2 ～ 3 倍，多集中在内陆经济不发达或煤炭等化石能源禀
赋较高的地区( 如河北、山西等) 。此外，制造业人均排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7 个地区中，其人均排
放量的分布也不平均，从 19． 38 吨 /人至 54． 87 吨 /人不等，最高地区几乎是最低地区的 3 倍，而这些
省、市多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图 3 2015 年中国各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量

图 3 中，与 2005 年相比，
2015 年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
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都有所上

升，上升幅度从 1． 63% 至
220%不等; 只有 6 个地区( 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云
南) 在样本期间出现了下降趋

势，下降幅度从 7． 56% 至
70. 81%不等; 地区制造业人均
碳排放不仅绝对量上分布差异

显著，而且在变化趋势方面的差距也较大。2015 年，最高排放地区与最低排放地区的差异高达 30 倍，
较 2005 年扩大不少，地区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其中人均碳排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 20 个，较
2005 年增加了 8 个，且这些地区更为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或化石能源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区;
而人均碳排放水平较低，且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的地区则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 二) 制造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

考察了全国及各地区制造业碳排放分布状态和变化趋势后，运用 Theil指数对中国地区间制造业
人均碳排放的区域分布差异进行测度，并结合中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划分进行空间尺度分解，
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 中，在样本期内，中国制造业人均碳排放 Theil 指数从 2005 年的 0． 071 4 上升
至 2015 年的 0． 144 6，几乎翻了一番。另外，σ收敛指数明显上升，也说明地区间制造业的人均碳排放
差异逐渐增大的趋势，与 Theil指数的计算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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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制造业人均碳排放的区域 Theil指数及其分解

年份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组内差异
( TWＲ )
组间差异
( TBＲ )

Theil
指数

σ收敛
指数

2005 0． 086 7 0． 049 6 0． 032 3 0． 065 3 0． 006 1 0． 071 4 0． 511 6
2006 0． 097 0 0． 049 0 0． 007 9 0． 068 5 0． 010 9 0． 079 4 0． 558 6
2007 0． 103 3 0． 027 9 0． 028 7 0． 066 0 0． 015 2 0． 081 2 0． 562 1
2008 0． 116 4 0． 022 7 0． 038 9 0． 072 0 0． 020 1 0． 092 1 0． 632 7
2009 0． 120 7 0． 015 3 0． 046 7 0． 073 0 0． 023 4 0． 096 4 0． 663 5
2010 0． 149 0 0． 015 5 0． 024 6 0． 082 3 0． 023 5 0． 105 8 0． 703 3
2011 0． 161 1 0． 025 4 0． 026 3 0． 089 2 0． 027 7 0． 116 9 0． 776 9
2012 0． 153 8 0． 030 3 0． 022 1 0． 084 2 0． 033 2 0． 117 4 0． 804 5
2013 0． 207 6 0． 044 9 0． 035 8 0． 118 9 0． 031 9 0． 150 8 0． 864 2
2014 0． 201 8 0． 045 3 0． 025 8 0． 113 3 0． 034 4 0． 147 7 0． 874 5
2015 0． 199 9 0． 042 7 0． 024 4 0． 111 4 0． 033 2 0． 144 6 0． 842 0

注: σ收敛指数是指用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对数的标准差衡量
的不同地区间人均碳排放的差异程度。

在 Theil 指数的分解中，东、中、西
部地区内部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在样本

期间内均与总体差异保持一致的上升

趋势;然而，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

在总体差异中的贡献度却表现出截然

不同的变化: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

贡献度占绝对多数，却逐渐递减，从

2005年的 91%持续降低至 2015 年的
77% ; 相反，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度虽低，
却逐渐递增，从 2005 年的不到 10%增
长至 2015 年的 23%。整个样本期间，
中国地区间制造业人均碳排放的差异

主要由东、中、西部地区内差异所致，其
贡献度平均为 79% ; 进一步地，东、中、
西部的变化情况也有区别:东部地区内的差异持续增长，该区域内 Theil 指数增幅高达 130． 5%，中部地
区内差异则先下降后上升，最终回到初期状态，西部地区内差异呈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其区域内 Theil 指
数降幅约为 24． 5% ; 在整个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人均碳排放差异不仅持续增长，而且一直高于
中、西部地区，结合图 2、图 3可知:在制造业人均碳排放较低的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排放水平却在拉
大差距;而在人均排放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却存在着普遍排放较高而差异不太明显的分布。
( 三) 制造业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变化

在对全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整体刻画的基础上，结合空间相关性检验对相邻地

区之间制造业的碳排放状况进行刻画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这里分别采用地
理相邻( 0，1) 权重矩阵、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经济空间权重矩阵来综合衡量中国地区间制造业人均碳
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其中，地理相邻矩阵即使用地区之间的边界相邻关系进行设定，两地区之间有共
同边界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地理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大圆距离反比法进行构造，即用大圆距离的
倒数来衡量这种空间关系，其具体公式如下:

WGS
ij =

1
dij

i≠ j

0
{

i = j
( 7)

( 7) 式中，dij 为第 i个地理空间位置与第 j个地理空间位置之间的大圆距离，使用 ArcGIS软件结
合中国 30 个省会城市的经度、维度位置测算得到。
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参考了林光平等［20］、肖宏伟和易丹辉［21］等的研究，使用地区间人均工

业产值的差额作为测量地区间“经济距离”的指标，并引入经济空间权重矩阵 W* = W × E，其中经济
权重矩阵 E中的元素如下式所示:

Eij =
1

| Gi
－ － Gj

－ |{
0

i≠ j，Gi
－ = 1

n∑
n

t = 1
Git

i = j
( 8)

( 8) 式中，Git 为地区人均工业产值，即第 i 个地区第 t 年的实际人均工业产值( 2004 年不变价
格) 。该矩阵是包含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权重矩阵。
基于上述三种权重矩阵对我国制造业人均碳排放的空间分布进行测算，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在使用地理相邻( 0，1) 权重矩阵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时，除了经典的 Moran＇s I指数，同时

计算了 Geary＇s C指数和 Getis-Ord G指数，结果表明: ( 1) 中国地区间制造业人均碳排放在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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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区间制造业人均碳排放空间自相关指数及检验

年份
地理相邻( 0，1) 权重 地理距离权重 经济空间权重

Moran＇s I Geary＇s C Getis-Ord G Moran＇s I Moran＇s I

2005 0． 116
( 1． 429)

0． 933
( － 0． 345)

0． 169
( 1． 318)

0． 037*

( 1． 896)
0． 005
( 1． 099)

2006 0． 132
( 1． 548)

0． 929
( － 0． 400)

0． 166
( 1． 095)

0． 038*

( 1． 906)
0． 006
( 1． 146)

2007 0． 179＊＊

( 1． 973)
0． 897
( － 0． 601)

0． 171
( 1． 570)

0． 053＊＊

( 2． 270)
0． 011
( 1． 282)

2008 0． 177*

( 1． 936)
0． 904
( － 0． 600)

0． 172
( 1． 544)

0． 053＊＊

( 2． 255)
0． 018
( 1． 483)

2009 0． 189＊＊

( 2． 050)
0． 849
( － 0． 932)

0． 173
( 1． 465)

0． 056＊＊

( 2． 341)
0． 036＊＊

( 1． 977)

2010 0． 273＊＊＊

( 2． 834)
0． 794
( － 1． 231)

0． 182＊＊

( 2． 133)
0． 073＊＊＊

( 2． 778)
0． 044＊＊

( 2． 196)

2011 0． 312＊＊＊

( 3． 181)
0． 739
( － 1． 595)

0． 187＊＊

( 2． 223)
0． 081＊＊＊

( 2． 986)
0． 063＊＊＊

( 2． 750)

2012 0． 359＊＊＊

( 3． 560)
0． 597＊＊＊

( － 2． 710)
0． 184＊＊

( 2． 077)
0． 107＊＊＊

( 3． 609)
0． 073＊＊＊

( 3． 050)

2013 0． 289＊＊＊

( 2． 955)
0． 690＊＊

( － 1． 972)
0． 178
( 1． 530)

0． 091＊＊＊

( 3． 222)
0． 068＊＊＊

( 2． 901)

2014 0． 292＊＊＊

( 2． 975)
0． 676＊＊

( － 2． 072)
0． 175
( 1． 454)

0． 095＊＊＊

( 3． 323)
0． 071＊＊＊

( 2． 977)

2015 0． 291＊＊＊

( 2． 962)
0． 712*

( － 1． 872)
0． 177
( 1． 563)

0． 093＊＊＊

( 3． 278)
0． 062＊＊＊

( 2． 738)

注: ( ) 内为 Z统计量值;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
著; 由于吉尔里指数( Geary＇s C) 和 Getis-Ord G指数只能计算基于空间相邻( 0，1) 权
重下的空间自相关性，因而在基于地理距离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下没有这两种指

数的计算结果。

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随

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显著

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这

种相关程度逐渐增加，到

2012 年达到峰值，之后又
缓慢下降; ( 2) Geary＇s C 指
数也显示出正的空间自相

关，不过由其显著性 ( P
值) 来看，这种自相关在

2012 年以后才具显著性;
( 3 ) Getis-Order G 指数具
有反映“热点”区域和“冷
点”区域的优点。在样本
期间内，我国制造业人均

碳排放呈“高-高”、“低-
低”的分布，这与图 2、图 3
的绝对值分布以及 Theil
指数测算结果具有一致

性，但只在 2010—2012 年
间有显著性，其他年份并

不显著。
进一步使用“局部 Ge-

tis-Ord G 指数”考察在
2010—2012 年间哪些地区
是显著的热点区域，结果如下: 2010 年，显著性热点区域包括四个，分别是山西-内蒙古-辽宁区域、江
苏-浙江区域、福建-江西区域、陕西-甘肃区域，热点省份占省区总数的比例为 30% ; 2011 年，显著性热
点区域增加了一个黑龙江，热点省份占比增长至 33． 3% ; 2012 年，显著性热点区域呈区域集中化的趋
势，变为三个大的热点区域，分别是: 山西-内蒙古-辽宁区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区域、陕西-甘
肃-青海区域，占比再次增长至 36． 7%。
在地理距离为权重矩阵时，中国地区间制造业人均碳排放始终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 全局 Mo-

ran＇s I指数均为正，说明中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 间的制造业人均碳排放具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即
排放较高的省份相对地趋于和排放较高的省份相邻，反之亦然; Moran＇s I 指数逐渐增长，说明这种正
的空间自相关性趋于增强。
( 四) 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为被解释变量，全面

考察地区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变量的设定依据和测度方法如表 3 所示。
在进行计量模型的估计中，取上述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值( ln) 进行估计，一方面可以消除经济变量

的指数增长趋势，降低数量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估计直接获得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首先使用不
包含空间相关效应的面板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认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适，在考虑异方
差、截面相关和序列相关的基础上再次对模型进行稳健估计，使用 Drisc-Kraay稳健性标准误对估计系
数的显著性进行判断; 其次，结合上文中空间相关性的分析，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空间相邻权

重矩阵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空间面板估计，基于 Hausman检验，选择具有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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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SDM) 来定量识别中国地区间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见表 4。

表 3 变量设定依据及测度方法

变量名称 设定依据 主要参考文献 本文的测度方法

经济发展水平( y)
IPAT /STIＲPAT 模型、
EKC曲线、脱钩理论、
LDMI分解等

Cheng et al．［22］、Dong et al．［23］、Wang
et al．［24］、Li et al．［25］、刘清春等［3］、王
君华和李霞［26］

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 2004
年价格)

能耗强度( ei) 单位工业产值的能源消耗量
( 标准煤)

能源消费结构( ec) 制造业能源消耗中煤炭消费
量占比

能源资源禀赋( ed)
资源诅咒假说、赫克歇
尔 －俄林定理、比较优
势理论

崔远淼和谢识予［27］、姚芳［28］
地区煤炭资源储量在全国储
量中的占比

环境规制( gz) 波特假说
Naso ［29］、张成等［30］、宋马林和王舒
鸿［31］、徐保昌和谢建国［32］

废气治理投资额 /年度污染
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

对外贸易( trade)
竞次假说、EKC 曲线、
碳泄漏、污染避难所假
说等

李晓钟和刘振宇［33］、傅京燕和张春
军［11］、王美昌和徐康宁［34］、占华［35］

地区进出口总额 /地区生产
总值

引进外资( fdi) 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 /
固定资产投资额

制造业销售情况( sale) 规模效应
、污染转移理

论等
丁唯佳等［1］、张明志［4］、张红霞等［9］

人均制造业销售产值( 2004
年价格)

制造业出口情况( exv) 制造业出口交货值 /总销售
产值

表 4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是分别用面板固定效应和考虑了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后的稳
健性估计结果; 模型( 3) 、( 4) 、( 5) 是分别基于地理距离( dlw) 、空间相邻( xlw) 和经济空间( jjw) 三种
权重下的空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1．空间自相关估计系数( Spatial rho) 在三种空间权
重下均显著，说明存在空间效应; 估计残差项的方差( Variance sigma2_e)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残差
符合随机分布，所选择的空间杜宾模型是合理的; 2．在考虑空间相关效应的估计中，大部分解释变量
对地区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方向与不考虑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一致，但其影响程度存在偏差，说明地

方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受到本地区经济条件、能源结构、技术水平等的影响，同时会受到相邻地区各因
素的影响，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的估计结果存在着偏误。
在模型( 3) 、( 4) 、( 5) 的空间计量估计中，不添加空间滞后项的各变量估计结果表示某地区自身

因素对当地制造碳排放的影响，加入了空间滞后项( W) 的各变量系数估计值则表示相邻地区的各因
素对本地区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这里结合二者共同探讨地区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方式:

1． 无论基于哪种空间权重矩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y) 、能耗强度( ei) 、能源结构( ec) 三个变量均显
著为正，与 Cheng et al．［22］，Dong et al．［23］，Wang et al． ［24］，Li et al．［25］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经济发
展水平、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是影响地区制造业碳排放的主导因素;在对空间相邻地区制造业碳排放
的影响方面: ( 1) 经济发展水平( y) 的空间滞后项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地区工业经济水平的增长依然伴随
一定程度的粗放式规模增长，且地区间攀比追逐效应显著; ( 2) 能耗强度变量空间滞后项在地理相邻权
重下显著为正，说明地区间存在显著的能源利用技术趋同效应，即制造业的能耗强度在地区间形成

“高—高”或“低—低”抱团的现象，这与前文分析中地区间碳排放存在明显的“热点”分布相对应; 同时，
经济空间权重和地理距离权重的能耗强度变量空间滞后项并不显著，进一步说明制造业能源利用技术水

平仅在地理边界相邻地区存在趋同，并不存在地区间的技术外溢或学习效应; ( 3) 基于地理相邻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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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
( 1)
fe

( 2)
fe_dk

( 3)
dlw_fe

( 4)
xlw_fe

( 5)
jjw_fe

lny 0． 867＊＊＊ 0． 867＊＊＊ 0． 807＊＊＊ 0． 743＊＊＊ 0． 643＊＊＊
( 18． 27) ( 21． 46) ( 5． 21) ( 8． 83) ( 3． 59)

lnei 0． 519＊＊＊ 0． 519＊＊＊ 0． 468＊＊＊ 0． 370＊＊＊ 0． 506＊＊＊
( 13． 13) ( 12． 70) ( 4． 29) ( 9． 48) ( 3． 69)

lnec 0． 443＊＊＊ 0． 443＊＊＊ 0． 400＊＊＊ 0． 094 8＊＊ 0． 487＊＊＊
( 11． 30) ( 11． 07) ( 5． 40) ( 2． 53) ( 4． 22)

lned 0． 086 6＊＊＊ 0． 086 6＊＊＊ 0． 069 8* 0． 048 7＊＊＊ 0． 055 8*

( 2． 83) ( 6． 53) ( 1． 83) ( 3． 56) ( 1． 95)
lngz 0． 033 8* 0． 033 8＊＊ 0． 077 0＊＊＊ －0． 019 4 0． 060 4＊＊＊

( 1． 82) ( 2． 59) ( 3． 43) ( －0． 53) ( 2． 83)
lntrade －0． 078 8* －0． 078 8* －0． 077 6 －0． 281＊＊＊ －0． 122

( －1． 85) ( －1． 78) ( －1． 14) ( －7． 23) ( －1． 57)
lnfdi －0． 049 4＊＊＊ －0． 049 4＊＊＊ －0． 086 8＊＊＊ －0． 048 8＊＊ －0． 073 9＊＊

( －2． 61) ( －5． 93) ( －2． 73) ( －2． 06) ( －2． 55)
lnpsale 0． 193＊＊＊ 0． 193＊＊＊ 0． 190 0． 278＊＊＊ 0． 286*

( 8． 47) ( 13． 65) ( 1． 53) ( 4． 80) ( 1． 85)
lnexv 0． 063 3＊＊ 0． 063 3* 0． 122＊＊＊ 0． 055 4 0． 095 8＊＊

( 2． 21) ( 1． 92) ( 3． 14) ( 1． 29) ( 2． 13)
_cons －1． 688＊＊＊ －1． 688＊＊＊

( －5． 88) ( －7． 40)
W × lny 2． 504＊＊＊ 0． 719＊＊＊ 1． 450

( 2． 67) ( 3． 59) ( 0． 82)
W × lnei －0． 030 9 0． 262＊＊ －0． 676

( －0． 06) ( 2． 42) ( －0． 72)
W × lnec 0． 055 8 －0． 206＊＊＊ 0． 949

( 0． 19) ( －2． 68) ( 1． 48)
W × lned －0． 104 0． 104＊＊＊ 1． 347

( －0． 26) ( 3． 99) ( 1． 35)
W × lngz 0． 229* 0． 082 2 －0． 150

( 1． 71) ( 1． 27) ( －0． 75)
W × lntrade 1． 051＊＊ －0． 160＊＊ －1． 187

( 2． 51) ( －2． 38) ( －1． 41)
W × lnfdi －0． 058 1 0． 156＊＊＊ 0． 597

( －0． 31) ( 2． 85) ( 1． 45)
W × lnpsale －0． 734 0． 234＊＊ 0． 575

( －1． 18) ( 2． 01) ( 0． 46)
W × lnexv －0． 224 －0． 115 1． 660＊＊＊

( －1． 09) ( －1． 45) ( 3． 32)
Spatial －0． 427＊＊ －0． 552＊＊＊ －0． 884*

rho ( －2． 09) ( －6． 74) ( －1． 89)
Variance 0． 013 4＊＊＊ 0． 076 5＊＊＊ 0． 014 1＊＊＊
sigma2_e ( 6． 87) ( 12． 49) ( 5． 34)

N 330 330 330 330 330
r2 0． 746 0． 358 0． 814 0． 548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W × lny、
W × lnei、W × lnec、W × lned、W × lngz、W × lntrade、W × lnfdi、W × lnpsale、W × lnexv
分别表示各变量的空间滞后。

煤炭消费结构空间滞后变量显著

为负，即本地煤炭资源消费的增长

会显著降低相邻地区的制造业碳

排放，其作用路径可能是“本地煤
炭消费增长—相邻地区可用煤炭
资源减少—相邻地区煤炭消费结
构降低—相邻地区选择使用其他
低碳能源进行生产—相邻地区制
造业碳排放降低”，地区经济生产
活动更多地在空间相邻关系上产

生互动。
2． 能源禀赋( ed) 系数显著
为正，崔远淼和谢识予［27］认为资

源禀赋对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有诅咒效应，而且这种负面影响

会波及相邻地区，本文的估计结

果与之一致，即煤炭资源富集不

仅通过高碳排放系数促进地方制

造业碳排放，还可能通过“荷兰
病”效应抑制清洁能源的使用，从
而引致碳排放增长; 环境规制

( gz) 在不同空间权重下有差异，
但总体呈现出正的显著性，这说

明政府治理废气投入越多，制造

业的碳排放不减反增，呈现出“绿
色悖论”，这一方面可能来源于地
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隐形“非
完全执行”，依然以牺牲环境来实
现经济增长［36-37］; 另一方面与环

境规制相关的“强波特假说”在我
国制造业中并不成立有关［38］，环

境规制引致的生态创新效益并不

足以抵消其创新投入，因而企业

宁愿扩大生产规模获得经济效益

以抵消环境惩罚，而不愿意增加

环保投入。
3． 人均制造业销售值( psale)、
制造业出口交货值比重( exv) 估计
系数为正，显著性有所差异，与丁唯

佳等［1］、张明志［4］、张红霞等［9］的结论一致，即制造业的生产依然停留在粗放式规模增长阶段，以规模
增长拉动的产值增加必然伴随着碳排放的上升; 此外，出口交货值比重对当地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弹

性明显小于人均销售产值和人均工业产值，这意味着相对于出口，制造业的碳减排更有赖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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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转型; 不同的是，在空间滞后项中，人均销售产值在空间相邻权重下显著为正，而出口交货值比

重在经济空间权重下显著为正，说明地区间在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活动中存在着数量的追赶和攀比

效应，这与人均工业产值变量的空间影响具有一致性。
4． 地区利用外资水平( fdi) 和外贸依存度( trade) 系数为负，且至少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傅
京燕和张春军［11］认为国际贸易中的碳泄漏在整个制造业行业及低碳制造业均不存在，本文的估计结

果与之类似，即对外贸易有助于中国制造业的碳减排，这可能来自于外方较高的环境规制和低碳标准

倒逼中国制造业在产品( 尤其是出口产品) 的生产中选择低碳、节能的生产方式从而降低碳排放; 另一
方面地方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比重提高也显著降低了当地制造业的碳排放，说明外资的进入伴随着

较为先进、清洁、低碳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地方制造业生产中的碳减排; 但是，两个变量的
空间滞后项在不同权重下表现不一，说明中国不同地区在开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依然是各自

为政，并未形成较为明显且有规律的空间分布格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中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 制造业碳排放面板数据，利用 Theil 指数、空间自相关指数和

空间计量分析模型，分析了其时空分布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地区制造业人均碳排放差异在样本期间内逐渐增长，且地区内差异占主导地位，东部地区

内部差异最大; 在空间分布上，基于不同权重的地区间制造业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和“高—
高”、“低—低”集聚特征，热点区域多位于东部。
第二，中国制造业的增长依然呈现出粗放式规模增长特征，且在相邻地区之间存在“GDP 锦标

赛”式的追逐攀比效应; 同时，地方政府的污染治理并不能通过激励制造业环保创新而提升其碳排放
绩效。
第三，在能源利用方面，制造业能耗强度、能源消费结构( 煤炭消费占比) 在相邻地区间存在显著

趋同效应，促进地区制造业碳排放，缺乏能耗技术的学习或溢出效应和协同减排效应; 煤炭资源禀赋

与地区制造业碳排放显著正相关，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在资源禀赋约束下相邻地区制造业碳排放
“此消彼长”的状态预示着区域资源协同调配，发挥协同减排作用的可能性。
第四，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碳排放，但对相邻地区的影响并不确定，这与地区

经济水平和制造业发展差异有关，也与地区之间的协作和竞争有关。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制造业环保创新，提升其能源利用效率。加大地方环境规制强度和执行力度，倒逼制
造业生态创新投入，推进制造业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经费投入向研发绿色节能技术为主、追求产值为辅
的方向转变; 同时，强调区域协同标准制定和合作治理，保障创新绩效的发挥和普及。
第二，转变“各自为政”的发展理念，推进区域竞争和合作。鉴于能源利用、资源禀赋的空间相关

效应，加大地区、行业之间，尤其是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有差距的地区和行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以“能
耗技术锦标赛”代替“GDP 锦标赛”，打破相邻地区“抱团”效应，有助于推动区域能效提升和协同
减排。
第三，大力调整和推进能源结构转型。降低煤炭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充分发挥天然气、电力等

清洁能源在制造业能源消费中的投入; 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加入工业企业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的

考核，推动地方工业生产的能源结构转型。
第四，注重地区制造业“优势”抱团，吸引高质量外资。发挥地区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方面的优

势，强化地区间、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形成优势“抱团”，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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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nd Space Change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Carbon Emiss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ZHENG Jiajia
( School of Business，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China)

Abstract: From 2005 to 2015，China＇s manufacturing total carbon emission not only increased greatly but also showedsignif-
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China＇s 30 provincial manufacturing carbon emission data，using Theil Index，Spatial auto
－ correlation test and spatial panel model，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ime and space change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manu-
facturing industr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il Index of manufacturing carbon emission gradually
increases，and the differences within and between regions all go up，among which the difference within eastern regions is the
largest． ( 2) Manufacturing carbon emission show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s，and the hot spots regions have grown dur-
ing the sample period． Ｒegions of high carbon emission is notably near to regions of high carbon emission，and regions of low
carbon emission is significantly near to regions of low carbon emission，which is quite common in eastern China． ( 3) Ｒ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and export，energy intensity，proportion of coal consumption，and coal re-
source endowment are the five factors which greatly promote both local and neighbor provinces＇manufacturing carbon emission．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decrease local manufacturing carbon emission，but gives different impacts on neighbors＇manufac-
turing carbon emission．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carbon emission; Theil index;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patial pan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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